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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医疗”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的表现形式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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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治疗价值，
或者在治疗过程中，不恰当、不规范甚至不道德，脱离患者病情实际而进行的检查、治疗等医疗行为。“过度医
疗”在重症监护病房（ICU）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无效医疗、高新技术和抗菌药物的过度应用等 ；其产生的根本
原因主要包括医患关系紧张、医患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家属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等。应从多方面着手防止“过
度医疗”，包括健全政策法规建设、严格管理监控和加强医患沟通。医患共同决策的实行，可能对减少“过度医
疗”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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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treatment" means medical institutions or medical personnel violate medical norms and 
ethics and cannot really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value for patients, or during the treatment processes, inappropriate 
or non-standard measures are applied to carry out examinations or treatment which are apart from the necessities of 
actual situation of patients, being immoral medical behaviors. The manifestations of "over-treatment"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include invalid medical treatment, over-application of high-tech instruments and antibiotics, etc. 
The causes of "over-treatment" include the tensional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trinsic ethical ideas of family members, etc. There are many ways to prevent "over-treatment", 
such as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trictly managing and monitoring the examination 
and therapeutic strategy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hared decision-making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excessive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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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实行医疗市场化改革以来，“过度医

疗”现象日益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

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治疗价值，或者说是在治疗过程

中，不恰当、不规范甚至不道德，脱离患者病情实际而进行

的检查、治疗等医疗行为。“过度医疗”造成了医疗资源的

浪费，损害了社会医疗的公平性，降低了国家医保政策的再

分配效力，给患者家属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也给医

务工作者带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伦理困境。重症监护病

房（ICU）是集中救治危重患者的临床科室，人们往往存在一

个误区，认为 ICU 内患者由于病情危重，需要更多的检查项

目和药物应用，费用高昂是理所应当的。因此，ICU 内的“过

度医疗”现象被长期忽视，成为研究的盲区。本研究从临

床一线视角出发，审视 ICU 内的“过度医疗”现象，并初步 

探讨其解决方案。

1 “过度医疗”现象普遍存在 

 近年来，新闻、网络、报刊杂志等多种媒体均报道了一

些“过度医疗”现象的实例，甚至在日本，有学者总结了日本

的“100 种过度医疗现象”。这都说明“过度医疗”现象是

普遍存在的，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国计民

生的社会问题。国内学术界对“过度医疗”现象已经展开了

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杜治政［1］、胡宏伟等［2］从医学和

保险学的角度对“过度医疗”的概念做出了界定；刘海英［3］、

孙天敏等［4］分别通过对城市医院和新农合的问卷调查，确

证了“过度医疗”现象的存在 ；多位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

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过度医疗”现象的成因［5-8］；也有

很多学者从管理学、伦理学和法律的角度探讨了如何解决

“过度医疗”问题［9-12］。

 “过度医疗”并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目前世界发达国

家的医疗体制可分为 3 种模式 ：自由主义模式、法团主义模

式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13］。自由主义模式以美国为代表，

法团主义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以英国和

北欧国家为代表。在第 1 种模式中，医疗体制高度商业化，

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低收入人口无法享受到正常的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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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因此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才会顶着资本集团的巨大压力

在美国国会推动医改，但其前景很不乐观。即便在现有享受

医保的美国人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过度医疗”现象。后

两种模式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的医学伦理观，但都无法避免地

带来了“过度医疗”问题。在著名的英文论文数据库斯普林

格 Springer 或 Wiley 中搜索“Over treatment”或“Unnecessary 

health care”，能够检索到海量文献。可以说“过度医疗”是

现代化国家的普遍问题。

2 “过度医疗”在 ICU 中的表现形式 

 目前，“过度医疗”的界定方法和标准尚未达成统一。

医疗实践的过程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又受多重因素影

响，因此很难用一种确切的工具或单一的标准来界定“过

度医疗”存在与否 ；同一种诊疗方案，应用于不同的患者身

上，有时可能是过度的，有时却是适度的。如体外膜肺氧合

（ECMO）是一种近年来在 ICU 开展的高新技术，对于一个高

龄、肺癌晚期患者出现呼吸衰竭（呼衰），死亡已无法避免，

对其实施 ECMO 治疗，不仅耗费了高昂的医疗费用，也不能

改变患者的结局，就属于“过度医疗”行为 ；而如果是一位

年轻的溺水患者，发病前身体健康，溺水后出现严重的呼衰，

患者治愈的可能性极大，此时应用 ECMO 治疗对患者意义

很大，就不应视为“过度医疗”现象。只有深入临床，把每个

病例放在特定的社会、家庭背景中，结合病情具体分析，才

能界定“过度医疗”的存在。因此，也只有临床一线医务人

员才能更准确地识别“过度医疗”现象。

 目前关于“过度医疗”在 ICU 中的表现形式研究较少，

本研究从临床一线的角度出发，采用专家咨询法，由 3 位

具有高级职称的重症医学专业医师对某三级甲等医院综

合 ICU 2019 年 1 月至 8 月收住 529 例患者的病例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如 3 人同时判定，即为“过度医疗”，其中表

现形式为无效医疗 23 例（4.35%）、高新技术过度应用 16 例

（3.02%）、抗菌药物过度应用 18 例（3.40%）。

2.1 无效医疗 ：无效医疗是“过度医疗”常见的表现形式，

部分患者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或患者或家属处于特殊的社会

地位，或其他原因（如医疗纠纷），即使患者已处于疾病终末

期（如肿瘤晚期、严重脑功能衰竭等），或经过加强治疗也无

挽回的可能（如植物状态），但患者仍长期入住 ICU，患者家

属仍要求医生“尽全力”给予患者“最好的治疗”，这部分治

疗对患者而言已无实际意义，即无效医疗，无疑属于“过度

医疗”。另外一些患者，虽然疾病已经好转，达到了转出 ICU

的标准，但家属仍不愿转出 ICU，这部分患者往往不需要自

己支付医疗费用（如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交通事故费用由肇

事方全额支付等），此时，医务人员虽然只给予患者最基本的

治疗，但无疑造成了 ICU 优质医疗资源的浪费，因此也应属

于“过度医疗”。在以上情况下，医生并无“过度医疗”的主

观故意，而是迫于患者或家属的压力，处于被动地位。

2.2 一些先进的诊断、治疗技术被过度应用：高新医学技术

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对其应用不当，势必会加剧“过度医 

疗”［14］。国外有研究表明，过度检查是“过度医疗”的重要

表现，包括降钙素原（PCT）的过度检查和磁共振成像、CT 的

过度应用等［15］。在 ICU 中，诊疗技术的过度应用包括两种

情况 ：一方面，医生可能被夸大其词的宣传误导，或限于技

术水平，主观上过分依赖于一些诊疗技术，或为了其他目的

（如应用高新技术的成就感、科研甚至经济利益），在医患信

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即使一些高新诊疗技术并非患者必需，

医生也可能诱导患者及家属采取这些诊疗措施，甚至扩大其

适用范围 ；另一方面，ICU 患者病死率高，医疗费用昂贵，潜

在的医疗风险很大，在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背景下，医生为

了规避风险，为患者实施了过度的检查和治疗，属于防御性

医疗的范畴。如在休克患者的治疗中，根据病史及临床表现

或一些简单的技术手段（如补液试验、床旁超声等）即可判

断休克的病因及类型，但部分医生由于技术水平缺陷或科研

等目的，仍为患者进行有创伤性的监测手段，如 Swan-Ganz 

导管、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PiCCO）等。再比如 ECMO 

是一种新的心肺支持治疗技术，其临床应用有一定的适应证

和禁忌证。首先，作为一种临时性替代治疗手段，它应该只

应用于一些心肺功能可恢复的可逆性疾病的治疗 ；其次，由

于它是一种有创伤性的治疗手段，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着潜在

的风险，而且价格十分昂贵，医生在决定进行这项治疗前，

应仔细评估治疗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巨额的花费能

换来什么样的结果？对于不可逆疾病的终末期，应是 ECMO

治疗的相对禁忌证。例如肺间质纤维化是一种无特效治疗

方法的渐进性、不可逆性疾病，疾病晚期患者出现顽固性呼

衰，应用一般的机械通气治疗难以改善，目前认为，唯一可能

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肺移植术，ECMO 作为患者接受肺移植术

前的过渡性治疗是有意义的［16］；而对于不具备接受肺移植

手术条件的患者而言，ECMO 治疗并不能改善不良预后，同

时患者又承担了巨额医疗费用，也应属于过度医疗的范畴。

2.3 抗菌药物的过度应用：抗菌药物的过度应用也是“过度 

医疗”的表现之一。感染是 ICU 患者的常见问题，抗菌药

物尤其是高档抗菌药物是 ICU 中最常使用的。然而，也存

在很多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甚至过度使用的问题。首先，

由于患者病情危重，而在入住 ICU 的早期阶段，往往不能明

确导致感染的确切病原菌，医务人员担心错失最佳治疗时

机，可能会在早期采用超广谱抗菌药物治疗，等待明确病原

菌后再改为针对性治疗，称为“降阶梯治疗”。然而，这种

治疗策略在临床中往往被扩大应用范围，甚至成为过度使

用抗菌药物的“保护伞”。在抗菌药物的经验性选择上，临

床医生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① 严重感染并非等同于难治性

感染和耐药菌感染 ；② 抗菌谱的广泛覆盖并不是全覆盖。

典型的案例是，患者因“输尿管结石、尿路梗阻伴感染”行

体外碎石治疗后很快出现休克症状，考虑为泌尿系感染合

并感染性休克，无疑属于严重感染。对于泌尿系感染，最

常见的病原菌是大肠杆菌，这时经验性选择的抗菌药物应

主要是针对大肠杆菌即可（第 3 代头孢菌素或氟喹诺酮类

药物）；如果这时医生考虑患者为严重感染，初始经验性采

用泰能联合万古霉素广泛覆盖抗感染，无疑属于“过度医

疗”。其次，抗菌药物的过度预防性应用也是常见表现。国

家对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的指征、药物级别和疗程都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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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规定，在 ICU 中常见的是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指征的

扩大。气管插管以及各种导管均不是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

的指征，一些医生考虑到 ICU 中院内感染的发生率高，错误

地给予这些患者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如神经外科术后患

者留置侧脑室引流管或硬膜下引流管，目前研究已明确，预

防性应用抗菌药物并不能降低颅内感染发生的概率［17］；此

外，部分医生对抗菌药物的理解偏颇，将抗菌药物当成退热

药物应用，患者一旦出现发热立即更换抗菌药物，导致抗菌

药物使用混乱。抗菌药物过度应用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经济

负担，还在强大的抗菌药物选择压力作用下，导致多重耐药

菌的产生和流行，最终结果是感染治愈率明显降低，“二重

感染”发生率和患者病死率增加，对患者的经济和躯体均造

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

 刘雪娇等［18］总结了“过度医疗”的基本特点包括 ：医

疗行为的实施主体是医务人员、实施的诊疗手段超过了患

者的实际需要、给患者造成了人身或财产损失以及医务人

员的主观故意等。然而 ICU 中的“过度医疗”也有一些自

身特点 ：在某些情况下，医务人员虽然是医疗行为的实施主

体，但并无“过度医疗”的主观故意，而是迫于来自患者家属

的强烈要求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比如对于治疗无望患者的

无效医疗），只是医疗行为的被动实施者，此时患方才是“过

度医疗”产生的主要原因。

3 ICU 内“过度医疗”的产生原因 

 ICU 是集中救治危重症患者的专业科室，主要收治对象

是因各种原因导致一个或多个器官功能障碍危及生命或有

潜在高危因素的患者。ICU 内过度医疗产生的原因与 ICU

的诊疗特殊性有关，总结如下。

3.1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背景下，医疗纠纷发生率很高。

ICU 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变化快，病死率高，医疗费用昂

贵。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专业判断往往被迫让位于社会压

力，许多医生都会以最积极的治疗去应对哪怕最无望的病

症，以此换来自己的安全，实施了防御性医疗措施，造成医疗

资源的浪费。

3.2 医生和患者、家属分属于不同的社会角色，有着专属自

己角色的知识库和世界观，势必会造成医患信息的不对称。

而 ICU 对患者实行封闭式管理，与家属隔离，医患信息不对

称的现象更加明显。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有个别医生为了非

纯粹医疗目的（如科研、经济利益等），诱导患者及家属接受

一些不必要的诊疗措施构成了“过度医疗”。已有研究表明，

医患信息不对称对“过度医疗”的形成有重要影响［8］。

3.3 中国的家庭伦理观使得患者家属很难做出“放弃患者”

的选择，即便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也不敢面对可能的

道德谴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中国社会不同于西

方社会，西方社会的组成结构是“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的

组成结构是“差序格局”。这种区别导致中国人在面对亲属

的生命问题时背负着极其沉重的道德包袱，即使患者已无救

治希望，仍坚持积极治疗。在 ICU 中，优质医疗资源（先进

的医疗仪器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专业化的、具有丰富临床经

验的医护团队等）高度集中，由于以上原因，将这些医疗资

源运用于已无治疗价值的患者身上属于无效医疗的范畴，也

是一种“过度医疗”现象。

4 解决 ICU“过度医疗”的对策和建议 

 目前学术界对“过度医疗”的解决对策研究相对薄弱，

只是在相当宏观的层面提出要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提

高医务工作者的伦理道德水平、进一步健全法制等理念性

的对策和结论。这些对策和建议都远离了真正的医疗实践，

对于走出“过度医疗”的困境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笔者从

一线医务工作者的角度出发，针对 ICU 内“过度医疗”的实

际情况，提出一些自下而上的对策建议。

4.1 法律、法规层面 ：呼吁尽快为“脑死亡”立法。目前我

国法律仍以“心跳停止”作为判定死亡的依据，“脑死亡”的

概念仍停留在医学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而并不被法律所承

认。在 ICU 中就经常存在这样一些情况，即患者实际已达

到“脑死亡”的诊断标准，但心脏未停止跳动，此时家属认为

患者仍然存活，要求医生全力抢救。实际此时任何治疗都

不能改变患者的结局，此时的医疗行为即属于无效医疗行

为。研究表明，我国公民对“脑死亡”认知程度和立法的支

持率均较低，应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增强“脑死亡”立法的民

意基础［19］。如果通过立法改变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就可以

避免由此造成的“过度医疗”现象。另外，建议制定统一的

ICU 收治及转出行业标准，同时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患者已

达到 ICU 转出标准后，在 ICU 内产生的费用不再继续实行 

报销制度。

4.2 医院、科室层面 ：医院应严格执行高新技术准入制度，

加强对高新技术应用的监督和管理，实行高新技术备案制

度，并对开展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 ；实行高新技术应用前的

科室内讨论制度，应结合患者病情、预后以及家庭经济条件

综合分析，严格把握适应证和禁忌证，发现超适应证使用情

况时，医院应给予医生及科室相应的处罚。

4.3 医生、患者层面 ：加强医患沟通，以“医患共同决策”

模式代替“医生决定”模式。在以往的生物医学模式下，脱

离了人的社会学属性，崇尚用纯粹的医疗技术解决患者的

疾病状态。在这种背景下，由于部分患者家属完全缺乏医

学知识，医患信息完全不对称，患者及家属面对疾病时，对

医生产生了极度依赖，医生也习惯了“家长式”的绝对权威，

在某些目的（如使用高新技术的冲动、经济利益等）的驱动

下，很容易诱导患者或家属接受某些并不必要的诊治手段，

极易引起“过度医疗”的产生。而“医疗 - 心理 - 社会”的

医学模式更注重患者心理以及社会因素对治疗的影响，医

患在充分沟通后共同决定治疗策略更适合新的医学模式。

有研究表明，在 ICU 中实行医患共同决策，可提高患者家

属的沟通满意度，缩短入住 ICU 时间，降低医疗费用，并有

利于减少“过度医疗”［20-21］。在医患共同决策的实施过程

中，医生要向家属详细说明患者的病情、最可能的预后、诊

疗操作的必要性、潜在风险和费用等，患者家属要充分考虑

家庭实际情况、经济条件、患者及家属对治疗的期望值、家

庭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投入 - 效益关系，共同决

定治疗方案。通过医患共同决策的过程，一方面可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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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增加医患互信，从而减少医生实行防御型医疗的

动机 ；另一方面，家属对于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有了

更深的了解，对于一些已处于终末期、即使尽全力抢救也无

法改变预后的患者，家属可能不再要求医生继续积极治疗，

既维护了患者的尊严，也减少了无效医疗的发生 ；此外，患

者家属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家庭状况，对于一些费用远远

超过自身承受能力、并非必须的或收效不确定的诊疗项目

可能会采取拒绝的态度 ；对于医方而言，医患共同决策的实

施也使得他们在对患者实施诱导性行为时有所忌惮。正是

由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医患共同决策的实施有利于减少

“过度医疗”的发生。

5 结 语 

 ICU 治疗事关生死，ICU 医生会面对更多社会学、伦理

学问题。“过度医疗”现象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

社会问题。然而，医生往往更注重医疗技术的提高，只关注

患者的生物属性，而忽略了其社会属性，因此，ICU 中“过度

医疗”现象未得到足够重视。目前“过度医疗”的界定方法

以医生的主观判断为主，需要更加科学、相对客观的界定标

准。针对“过度医疗”的法律法规也尚不完善，“过度医疗”

的遏制主要依靠医务人员自身。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医生应

时刻警惕“过度医疗”的发生，提高自身专业和道德素养，坚

持自律与慎独 ；在制定治疗方案时，需要加强医患沟通，结

合患者的社会关系、家庭条件、经济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

唯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过度医疗”，达到适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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